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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

———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李 孝 迁

摘 要: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是1950 196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讨论的领航者。范郭皆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前者从生产关系入手,后者看重生产力,分别从两条不同

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找力证,导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范与郭

在论著中长期存在隐秘交锋,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辩论,彼此间构成了一张交错的“对话网”。范郭论辩多

由范氏挑起,而郭氏是被动的应战者。他们“你来我往”的隔空较量,不尽是纯学术的,但都高度克制,顾虑

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改敏感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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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和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两位巨擘。范主张西周封建论,郭坚持西周奴

隶说,他们的学术分歧在史学界众所周知。从1940年开始,他们就有过学术商榷,进入1950年代,彼此

交锋更为频繁,互有影响。然而,范郭的论著多采取隐匿的论述方式,又经多次删改,使双方原本存在或

明或暗的呼应文字,变得更加隐晦曲折,不易建立起关联,似乎他们只是各自平行地发表观点,没有往复

论辩。既有研究也有意无意间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和谐”面相①,淡化或遮蔽他们之间同

样存在论争、分歧、争胜,乃至掺杂意气成分②。这不利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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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 1949)”

(18ZDA169)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资助。
①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研究作品是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

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李
红岩《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研究古史分期问题的代表专著有:林甘泉等著的《中国古

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罗新慧《二十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这些著作均详尽概述各位史家的学术观

点,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着力梳理各种观点如何在具体论辩中展开,看不到参与者原本论述中的对话情境。

② “经过两人互相砥砺,互相帮助,认真学习,严肃考证,终于对殷代社会性质的看法,趋于一致,两人都断定殷代为奴隶社会。
至于西周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两人继续进行认真地讨论,他们分别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各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又没有

什么门户之见。在这方面,范老和郭老一样,足称模范。”(冯世昌:《百家争鸣的模范———读<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札记》,《光明日

报》1980年7月1日,第4版)此处所建构的范文澜与郭沫若的对话情境,或与实况略有出入。

③ 吕振羽承认:“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存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因而其相互间的争论不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不只是在和敌对流派的斗争中,而且是在自己阵营内的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成长、壮大、发展起来

的。‘百家争鸣’就是人民内部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学派、不同意见的争论。真理愈辩愈明,问
题愈辩愈深透。”(吕振羽:《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大力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60年12月24日,第3版)揭示马克

思主义史家间原本潜在的各种论辩,一方面这是重建史实的工作之一,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可更深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它不仅是在和敌对势力论战中成长,也是在与阵营内部的各种观点交锋中走向成熟。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准确理解论著中“说了什么”固然重要,而“为什么这样说”,尤其范文

澜论著前后多次修改,意欲何为,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似更为紧要,过去对此关注不够。而若欲解答

这些问题,重建史家间潜在的对话、较量和论辩的语境,不失为把握言说意图的一条可行路径。本文

无意评判范郭学术观点的正误,而是通过比较范郭各种论著的学术观点、具体论述、细微修改,结合

新发现的范郭未刊书信手稿,揭示他们在字里行间“你来我往”的隐微对话,动态展现两人论述古史

分期问题的互竞辩难的进程,希望对他们“何以如此言说”有更进一层的认识。需要强调的是,本文

虽聚焦于重建范郭的学术对话,但他们论著中的潜在对话者并不限于彼此,而是面向整个学术界的。

一、由显入隐:《十批判书》前后

范文澜与郭沫若的学术交集始于1940年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1930年郭沫

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①。1940年范文澜初到延安,即发表

《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是他唯一一篇公开与郭商榷之文。他利用新接触到的权威理论《联
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1938年),作为正误标准②。郭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③主张殷代是奴

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范氏批评前者而支持后者。
范文澜先称道郭是“世界著名的考证家和历史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尔后提出具体的商榷意见。关于殷代社会,范氏经论证得出:“《联共党史

简明教程》指出奴隶社会基本的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备具,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殷代是奴隶

社会。”至于西周社会,他认为“西周已开始封建社会。当然,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保留还是很

多,但这些残余之能保留下来,只是由于传统及惰性力,不能再有所发展了。我们不应该误认残余为

这个社会的本质,而忽视新因素的向前发展”。范还指出郭以《公刘》篇“取厉取锻”推论西周已有铁

器,“是不甚有力量的”。对于郭氏把古公描写成一个穴居野处的野蛮人,骑着马走到岐山之下,嫁给

姜女酋长作丈夫,范氏以为东周人还不知道骑马,“这未免近于文学而疏于考证”④。范文最初发表在

延安《中国文化》,同年转载于重庆中共机关刊物《群众》,郭应该了解范的批评。此后,除了1951年

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点名与范论辩之外,他们不再公开商榷,默契地转向以隐秘的方式在论

著中不时向对方喊话。这种“玩法”,局外人或摸不着头绪,但当事人则能心领神会。

1944年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下称《自我批判》)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称《简
编》)有所批驳,可视为对当初范批评的一种回应。《自我批判》一文,矛头虽主要指向吕振羽和翦伯

赞⑤,但也包括范文澜。郭沫若解释“共和行政”:

  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
误为周召二公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

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⑥

吕翦对此的认识与郭一致,唯范氏《简编》依据《史记》谓:“周公、召公共同执行国政,号称共和。”⑦郭

氏口中的“近时的新史学家”“这样的朋友”,指的是范文澜。对于郭指控的“硬伤”,范并不以为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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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订正版后记》,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第355页。
范文澜哲嗣回忆父亲:“为了写好通史,他在一本《联共党史简要读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章上写满了眉

批,划满了圈圈杠杠。”(范元绶:《悼念先父范文澜同志》,《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41 42页)
范文转载重庆《群众》(第5卷第4、5期合刊,1940年)时将“我党”改为“我们”。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第16 18页。
详参李孝迁:《<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第40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延安:新华书店,1941年,第33页。按:本文引用此书若注释没有说明出版者和年份,均指此版。



《简编》订正本(1948年)和修订本(历年版本)一直坚信《史记》的观点。1953年范在《简编》修订本第

一编始作自我辩护:“《竹书纪年》采战国游士的寓言,讹称共和是‘共伯和干(夺)王位’。……战国游

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如《庄子》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之类,信口说来,不负责任,《竹书纪

年》却误信寓言为真事,后人又误信《纪年》的误记为真史,一误再误,大概都是为了好奇的缘故。”①范
氏所论并非无的放矢,正是答复郭氏对他的批评。

郭沫若《自我批判》指出同道所犯的错误,如误读“弇奴”“归矛”“帚侄”“臣在斗”“寇周”等,翦伯

赞和吕振羽皆相沿不改。相较而言,范文澜在根本观点如西周封建论及其相关论证上虽与郭氏立

异,但在某些细节尤其他不擅长的卜辞、金文释读方面,他的态度比翦吕二氏积极,愿意采纳郭的少

许批评②,这从《简编》订正本“删”和“增”的文字中可寻暗痕。《自我批判》指出:

  周人虽以农神后稷为祖,只表示他们尊重农业,并不能作为农业十分发展的根据。周人的

周字是古初的琱字,《函皇父簋》周 一件作琱 ,便是明证。字象平板上有点线的琱画,金文画

字下体从周,也就是象征一只手执刀笔在琱刻点线。有人以古周字和田字相近(古文周或省口,
而于田字形的空白中各加一点),以为是象周人的农田种植,那也完全是臆说。③

郭氏口中的臆说者是吕振羽。吕氏曾说:“中国文字的田字,甲文和金文均作 ,周字做 ,《诗》亦有

‘中田有庐,疆场有瓜’的记载。前者均极似村落公社的土地的区划形成式,后者则极似公社的一幅

构想图。要是曾有这种公社的存在过,则其后来的类似井田的庄园的组织,便十分有其存在的可能。
幸而金文中还给我们留下一些材料。”④《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重申“周”字和“田”字的甲文和金文

的象形⑤。此外,1931年郭著《甲骨文字研究》“释寇”篇,谓“毁人宗庙为寇,迁人重器亦必为

寇。……余谓此乃殷人之寇字。……均为寇周之事,可见帝乙以前殷周亦饶有交涉”⑥。“寇周”意为

征伐、讨伐周人,被吕振羽、翦伯赞借题发挥。然而,郭在《自我批判》突然改口,谓“寇”实为“聘”⑦,其
义正相反,商周为友好关系,“我自己要承认我的冒昧,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⑧。郭的批评未必包括

范氏,但《简编》订正本删除延安版“甲骨文周字象田里有米的形状,殷王屡派兵去寇盗,足见他不是

穷国”这句话⑨,与郭氏《自我批判》相关论述当有因应关系。
《简编》订正本修改“墨子及墨家”一节,与郭沫若《墨子的思想》《孔墨的批判》有直接关联。郭氏

从未改变1923年以来的“非墨”观点�10。《墨子的思想》指出:“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

的带有反动性……像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

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11《孔墨的批判》又痛斥:“但要说墨子是奴隶解

放者,是农工革命的前驱,是古代的鲍尔塞维克,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偏恶’,然而只是把黑脸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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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4 77页。按:本文引用此书若注释没有说明出版

者和年份,均指此版。
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承认“甲骨文、

金文多采王国维和郭沫若说”。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18页。
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1期,1935年,第120页。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第189页。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第1、3页。按:1952年人民出版社印行改订本《甲骨文字研究》删除了

“释寇”篇,说明郭沫若放弃了旧说。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9页。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5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26页。
“墨子这位大师,我们如能以希伯来的眼光批评,尽可以说他是中国的马丁路德,乃至耶稣,然我们如以希腊的眼光来批评

他时,他不过是一位顽梗的守旧派,反抗时代精神的复辟派罢了。”(郭沫若:《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创造周报》1923年

第7号,第6 7页)
郭沫若:《墨子的思想》,《群众》第8卷第15期,1943年,第423页。



涂成了红脸关羽,不仅依然在涂着脸谱,而且涂错了脸谱。”①1940年代左翼史学界扬墨者居多,郭沫

若的打击面甚广,不见得针对范著,但他的批评让范意识到原先论述或有不妥。《简编》延安版说:
“墨家的政治目标,要改善人民生活,每个人都得工作,都得饱食暖衣,更进而得富裕的生活。……那

时候如果墨家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也许中国社会要提前改变它的性质。”②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原始共

产社会的面貌。《简编》订正本不再把墨子思想比附成古代的共产主义,删除了这段文字,还将“代表

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政治解放”中的“政治解放”改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删除“墨子知道压

抑最下层的庶人,不团结是不能希望解放的”,降低了墨子的政治觉悟。此外,《简编》订正本增添了

对墨子思想的负面论述,如墨子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奢侈浪费,表现了庶民当时的要求,“但
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实际上是叫庶民片面的去爱王公大人”③,这正是郭氏独有的见解,即“所谓

‘兼爱’岂不就是偏爱”④。

二、围绕《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论争

1949年,重庆和延安左翼史学界的两大领袖郭沫若、范文澜终于在北京聚首,共事于中国科学

院,前者担任院长,后者系该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郭氏初识范文澜印象颇佳,称赞对方“为人

极通达而有操守,确是一难遇之通人”⑤。1950 1960年代,范郭二氏重启交锋,引发古史分期问题

大讨论,起点是1949年底参加过殷墟发掘的郭宝钧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报告殷代殉葬)。郭沫若在场,当时便认为这是殷代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据,劝郭宝钧写出来。1950
年1月29日,郭宝钧书面答复郭沫若询问殷代殉葬的实况,3月19日又以《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为
题,发表在《光明日报》。郭宝钧说:“年前在讨论席上,偶谈及此,曾承古史学家注意,函索纪录,当时

就追忆所及,参以友人石璋如先生所记,友人梁思永先生所谈,撮要裁答,函稿尚存。兹再抽暇取旧

稿录副刊布,以供古史学家参考指正,推断敬俟卓识,史实止于遗存。”⑥3月21日郭沫若在《光明日

报》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坚信“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⑦。
不过,郭宝钧还顺带说到周代殉葬情形:

  殷代而后,此风稍戢。……两周墓葬发掘,所见只此六人,较之殷代,所差远甚。⑧

郭沫若对此判断相当不满,批评郭宝钧“缺乏马列主义的掌握”,“从旧史学的束缚中并未得到充分的

解脱。因此,他虽然抱着一大堆奴隶社会的材料,却不敢下出奴隶社会的判断。反过来,仅靠着一小

撮单位不同的材料,却又下出殷周不同的大判断来了”⑨。4月26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蜥蜴

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再次嘲讽“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智识”,
“捧着金饭碗讨饭”�10。他担心“这样轻易的判断还可能使不假思索的人下出更进一步的轻易的判断,
便是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不是。这个关系却可不小”�11。郭氏确有先见之明,果不其然,稍后范

文澜、荣孟源就据此表示商周社会制度的不同。

1950年4月26日,郭沫若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又举证郭宝钧《记殷周殉人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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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第101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77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第160页。
郭沫若:《墨子的思想》,《群众》第8卷第15期(1943年),第426页。
朱洪涛:《郭沫若致丁山的一封佚信》,《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4期,第132页。
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19日,第3版。
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第3版。
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19日,第3版。
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第3版。
郭沫若:《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第3版。
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第3版。



实》,作为殷代是奴隶社会的“直接的材料”。至于周代是不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因材料被湮没,或被歪曲,要纠正过来是不容易的,必须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来证明”①。

范文澜对史学界讨论殷代殉葬和郭沫若北大演讲应有所关注,1951年春,他借在华北局检讨

《简编》之机,主动向郭沫若隔空喊话,重申从西周起到秦统一为“初期的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社

会。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 范文澜说:

  今天不是专讲这个题目,无须多说,这里只说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根据地下发掘,商朝社会

里阶级极显著的存在着,这是断定商朝决非原始公社的有力证据。贵族死后要用大量财宝和大

批人殉葬。……至于周朝则截然不同,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现三个墓葬

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商与周是前后接连的朝代,但殉葬就有这样的变革,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以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②

范氏也发现郭宝钧讲殷周殉葬不同,有利于西周封建论者,遂成为他口中“最简单的理由”之一。范

氏关于周代殉葬的信息———“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

葬人”———系由何处得知呢? 在范氏演讲稿发表之前,它没有出现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也不是源于

《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如果比对稍后郭宝钧《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一封给郭沫若先生的

信》中“百五十五墓,遇殉者六人”云云③,可倒推范氏应在检讨《简编》前已从郭宝钧处获悉④。
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在自我检讨之余,用相当大的篇幅为西周封建论辩护,且不点名地批评

了郭:

  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学者,其基本论据建立在“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

地”这个原则上面,依据《联共党史》所昭示,土地与生产工具同列于生产资料之内,土地不能当

作生产工具。所以用“土地并非私有”来判断生产工具私有的不存在,因而得出西周仍是奴隶社

会的结论,似乎是值得考虑的。
又略带讥讽地说:

  列宁《论国家》中说:“剥削形式的变换,把奴隶制度的国家转化为封建制度的国家,这是有

极大重要性的。”列宁这样深刻的指示,某些历史学者熟视无睹,绝不理睬,对构成生产力最重要

的因素———劳动的人们也搁置一旁,不在话下,一味企图用一块铁、一把犁、一头牛来解决古代

历史问题,真是太简单太机械了。⑤

范文最初发表在《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1日),被《人民教育》(第3卷第2期,1951年6
月1日)和《新华月报》第4卷第2期(1951年6月25日)全文转载,但上引这段讥讽文字被删去了。

关于这篇演讲稿形成的背景,范文澜在给《新建设》常务编辑委员陶大镛信中有所说明。1951
年3月31日,范给陶的一封信写道:

  我的自我批评稿到现在收回的指教信还很少,一时恐怕出不来。那是一篇正式自我批评的

文字,需要在《人民日报》上登载。这一篇是我在华北局的讲演稿,比起前一篇来是非正式的,是

我个人的思想,有错误该我一人负责。现在送给您看看,是否可能在《新建设》发表。因为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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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奴隶社会》,《光明日报》1950年6月29日,第3版。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
郭宝钧:《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一封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光明日报》1951年9月1日,第5版。

1952年9月,范文澜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说明》交代:“本编有关考古部分,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

生、夏鼐先生指正,避免了许多错误。”此外,本编插图也“承郭宝钧先生、贾兰坡先生推选并作说明,为本编增色不少”。说明范文澜

和郭宝钧有所交往。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第575 576页。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

简编》及2002年出版的《范文澜全集》,所收录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都是经删节的《新建设》版。《新建设》编者按:“本文是

范文澜先生在一个用《中国通史简编》做学习材料的机关里的讲话记录。范文澜先生嘱本刊发表这个记录,以供阅读《中国通史简

编》的读者参考。”



人(甚至山西、南方来信问自我批评何时发表)知道我要自我批评,都想看看,似乎可以先发表一

篇非正式的。此稿系华北局同志整理,是否请您问问华北局是否同意。我对此稿发表还是不发

表,把握不定,希望您仔细考虑,和熟悉出版规矩的同志商量商量,替《新建设》也替我个人考虑

发表是否合式。将此稿提早寄给您,就是希望您有较多时间考虑它。
范所谓“自我批评稿”是针对旧本《简编》的检讨,有两种手稿:第一种原拟题目为“反动的《中国通史

简编》”,后改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后改为“割裂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种

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过第二种,并略作修改,建议范氏“如
果能在文章中把你的通史‘光明面’也提出一些,或者写在后头,则可以更为完备些”①。第一种手稿

就是范信中所提及的“一篇正式自我批评的文字”,也是他在讲话稿中提到的,“我要写一篇《自我检

讨》,希望发表出来,以便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中国通史的‘定本’”②,计划在《人民日报》发表,但此篇

检讨最后并未正式刊出;第二种手稿是范信中说的华北局演讲稿,范接受了陆定一的意见,文末第二

段确实补充了“古代历史的光明面”的论述。
范文澜主动把第二种手稿投给《新建设》,编辑部对文稿有所改动,又将修改稿反馈给作者审定。

4月17日范给陶大镛回信:“胡绳同志把我的错误,似乎减轻得太多了,但我应尊重他的意见。稿中

谈到西周封建问题,本不应占这样大的篇幅,因为有人(不同主张的人)在某些地方,说范文澜因主张

西周封建,受了批评,要自我检讨,所以我想趁这机会约略提一提,但占篇幅不知不觉多了些。”此信

透露了两方面讯息:其一,范文澜对于胡绳的删改并不满意。他在胡绳修改过的文稿基础上,恢复部

分被删文字,如上引讥讽郭的一段文字,又将此稿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

(1951年6月)。范氏此举的意图,明显就是要让郭看到这段文字。其二,范的讲话稿突兀地展开讨

论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是为了回应“有人”散布谣言,他等不及正式检讨的定稿,先发表讲话稿,也是

出于辟谣的考虑。范没有明说传谣者是谁,但从他文中刻意针对郭氏来看,此事或与郭有关。
郭沫若很快就看到了范氏《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不仅《新建设》,且《人民教育》《科学通

报》上的范文,他也细读过③。1951年6月17日,郭写了《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投给《新建

设》,回应范的不点名批评。陶大镛收到郭文后,即转发范,6月19日范回复陶:
大镛同志:郭先生的文章,我同意登载,因为不登载,似乎有不让郭先生发言之嫌。但既登载后,
我自应遵郭先生之命:“等待着严格的批评”,提出商榷之意见,一定要说到郭先生《十批判书》中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最基本的一点郭先生指出这是“中心问题”,即把土地当作生产工具,因而得出

农民没有土地即没有生产工具,所以农民是奴隶。这种说法是不合常识的。我曾在发表的那篇

文中暗示了这一点,此次郭先生没有提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郭先生主张的“中心问题”。其

他殉葬墨子说的是把秦殉葬扩大为一般,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不能说其中都是庶人之墓(除了三个以外)。一种制度必有残

余,不能说周一个也不殉葬了。《诗经》我说《周颂》是西周初年诗,无人怀疑过,不是说其他的诗,也没有说大小《雅》是西周

初年诗。 等即使都照郭先生所说完全对的话,都还不是“中心问题”。如果那样正式提出来,我想,
对郭先生是不利的。如果我被驳倒了,那是无所谓的,如果郭先生被驳得不利,是不是会引起其

他枝节呢? 这点请您和胡绳同志考虑。致

敬礼! 范文澜 十九日

6月20日郭又补充一些内容,当天陶就收到郭的《补记》。同日,陶一方面火速把郭的《补记》发
给范,范当天即回复:“西周问题索性展开讨论,得出比较一致的见解,虽与今天无关,但前天的悬案

能解决也是有用的,所谓‘火气’处不改也无所谓,因为在争论时,决不会因‘火气’引起‘火气’。不过

74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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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去当然更好。”另方面陶又赶快给胡绳写信:“关于郭老的稿子,我认为这期还是让它发表出来。文

章写得有些‘火气’,似可改一些字眼,你看如何? 范老看过了,给我一信,嘱我再同你商定。如果你

觉得可以发表,是否仍可放在‘学术讨论’栏内? 因为郭老写这篇东西,完全是‘商讨’的,我这样做,
他不致责怪,同时,这样对范老也说得过去,你看如何? 恳再指示,以便遵行。今将郭老原文和范老

的信,一并附上。”并要求胡绳“如可能,敬恳于今天(廿日)下午四—五点将郭稿送还,我们还来得及

送印刷厂”。但至晚上八点胡绳才收到陶信,故没有按时送还郭文。胡绳一开始主张对郭文“不要给

做什么修改”,但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改动了几处,让陶发给郭过目,并提出把郭文放在“学术讨论”栏
目不妥。6月23日,郭给陶回信:“拙稿多经过朋友们看看是应该的。胡绳兄的删改,我完全同意。
清样如能给我看看最好。”①

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针对范文所涉及的殉葬和《诗经》征引两个问题提出不同意

见。范文澜引征《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奴隶与农奴的规

定②,据此判定商朝殉葬和作祭品的人是奴隶,周朝废除用人殉葬和用人作祭品,因为农奴不能随意

屠杀③。在范文澜向郭氏问难之前,王毓铨因见到1950年3月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书》订正

本,于1950年6月10日撰写《周代不是奴隶社会》,也向郭氏提出商榷意见。有趣的是,王毓铨与范

文澜一样,也注意到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经典定义,谓之“最明

晰、最扼要、最中肯”④。范文发表在前,王文发表在后,故郭氏先回应范。郭沫若指出范引《联共党

史》的规定,以能自由屠杀与否来判定奴隶与农奴,“那规定是正确的,但范先生的运用却不很正确。
把视野专一放在人殉问题上,认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这应该是一种偏差吧?
奴隶制度是最残酷的一种制度,封建制度要比它仁慈得多。假如周秦确是初期封建社会,那么当然

的结论是周比商仁慈,秦比周更仁慈了。事实是这样吗? 除开人殉制度之外,我可以举出几个残酷

的例子。……这些所屠杀的俘虏虽然不是奴隶,可以说是奴隶的前身。此外,专杀奴隶的事,直到汉

武帝时都还存在。……要说西周初年便已经废除了,那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来研

究历史的人,要从全面来看问题,从发展来看问题,才能够得到正当的结论”⑤。7月8日,郭氏在答

复王毓铨的文章中再次谈到斯大林的说法,指出“王先生(其他的先生们也同样)从这里看到了有‘能
屠杀’与‘不能屠杀’的不同,但却看脱了另外一点重要的区别,便是同一能‘卖买’,而在一边是“当作

牲畜”,一边不是。这就是我所注意到的斯大林的说法是最有分寸的地方”⑥。括号里的“其他的先生

们”,郭氏其实主要暗指范文澜。
此前,郭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并没有引据斯大林的说法,后受范文澜、王毓铨的暗示,他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反驳王毓铨的文章中以斯大林的论述为标准,举证说明周代的生产者可以

屠杀,也可以当作牲畜来卖买,故周代的生产者是奴隶。1952年2月17日,郭氏写《奴隶制时代》一
文,“为了避免混淆”,又引征斯大林的说法,结论是:“在这样的认识上来看问题时,夏殷周三代的生

产方式是只能是奴隶占有制度。”⑦郭氏此举似有与范唱对台戏的意味。范氏也不示弱,195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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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以上所引范文澜、郭沫若、陶大镛、胡绳诸人的书信,均属手稿,不曾见刊于相关人物的全集、文集和书信集。
“在奴隶占有制度之下,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奴隶主对于生产资料以及对于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

主所能当作牲畜一样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在封建制度之下,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封建主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对于生产工

作者不完全的所有制,这生产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但是可以买卖的农奴”。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
王毓铨:《周代不是奴隶社会》,《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第19页。
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3页。按:此文收录于1952年《奴隶制时代》一书时

有删改,引文“此外”之前的部分文字删改成“奴隶的前身是俘虏,大量屠杀俘虏在秦代前后都还盛行。我可以举出几个惊人的残酷

的例子……”,郭氏或认为原先的反驳不够有力,故删去。
郭沫若:《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1951年7月8日),《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第21页。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第3页。按:本文引用此书若注释没有说明出版者和年份,均指此版。



《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再次引用斯大林的话,添加了一句“不切实根据这个定义,所说便缺乏可

靠性”。这恐怕是有的放矢之言,批评对象或是郭氏。接着,范氏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看商周两朝统

治者对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的不同,可以断言商朝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①

范文澜举证西周反对殉葬的史实:“经书记载殉葬事,《诗经·秦风》有一条,《左传》有两条,《礼
记》有两条,都是认为‘非礼’而予以反对。……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种制度,死者不必提出要求,儿
子也决不敢反对制度。……孔子专讲周礼,连俑都反对,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②郭沫若反

驳:“有反对人殉制的这些少数的例子存在,倒正足以证明人殉制在当时还有很大的束缚力量。”进一

步申论:如果我们能说“春秋时代有以人殉为‘非礼’者,故周朝没有人殉制度”,那么我们也可以仿照

着这样说“美国的共产党员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故美国向来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或美国已

经废除了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当然不可以”。由此,郭氏评论:“范先生的论断,我觉得

不很妥当,那是有点近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③

郭沫若在《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补记———关于‘生产工具’的说明”部分,直接挑明“范先

生的文章中有特别要我‘考虑’的一小段”,所以他先从《十批判书》征引一段文字④,特意提示读者,范
氏“虽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但毫无疑问指的是我,因为‘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是由

拙作中摘引出来的”⑤。1952年郭氏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录此文,但删去了有“火气”的“补记”,可
见他顾及同道的感受,有意减弱论战的色彩。

对于郭沫若的公开应战⑥,范文澜为了避免引起“其他枝节”,没有与之正面交锋。范氏指导助手

荣孟源写《周代殉葬问题》一文,从地下发掘、古籍记载、俑、用人为祭牲四方面逐条反驳郭氏《关于周

代社会的商讨》所提出周代存在人殉制度的证据⑦。荣文没有挑明针对郭,但若比对郭荣两文,则会

发现存在明显的对话。郭文说:“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周墓’并不是周代帝王的墓……今天西周帝王

的墓一直没有发现过,假使将来发现了,同样惊人的情形是可能出土的,我们今天还不能断定它绝对

不会有。”荣文应:“周王墓葬,虽然尚未发掘,无从推断一定没有殉葬,也无从推断一定有殉葬。但周

初因为防止殷之顽民叛变,才封康叔于卫,为五侯之长,卫国的各种制度,应该可以代表周代。”郭文

说:“周代的殉葬情形,《墨子·节葬》篇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扼要……这确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料,这就

证明在战国初年都还有这样残酷的杀殉制度存在。”荣文应:“《墨子·节葬》说:……只据这一句话来

说,好像春秋战国时期,殉葬制度确实普遍地存在着。可是读全篇文章,就不能这样了解。……‘天
子杀殉’条不是指的周代,而是指的古代,所谓‘女乐’不是指的人,而是指的乐器。”

《周代殉葬问题》一文虽署名荣孟源,但完全代表范文澜的观点。如荣文谓“殷周两代前后相连,
而殉葬制度就有这样大的变革,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

到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发掘了一百五六十座周墓,仅仅发见三座墓中共有六个殉葬人”,若对比

前引范文,不仅观点,甚至连文字都与范文相同或相近。《周代殉葬问题》发表于《新建设》1951年第

4卷第6期,同期有郭沫若《墨家节葬不非殉》,这不是巧合。《新建设》编辑部了解荣文针对郭,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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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4 35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
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2 33页。
“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

归为私有,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12页)
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7页。
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王献唐不同意郭文的观点,如郭对“始作俑者”的解读,他指出“郭先

生并没明瞭孔子说的语意,只是指范先生的文句小错,忘了自己连全文都未看通”(李勇慧:《王献唐著述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197页)。邓之诚于1951年7月24日阅读郭文,判定“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

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579页)。
荣孟源:《周代殉葬问题》(1951年8月1日),《新建设》第4卷第6期(1951年)。



该文发给郭氏征求意见。郭氏读后承认“荣文关于殉葬问题汇集了材料是可取的,虽然解释上有些

问题”①,于是他撰文就荣文解读《墨子·节葬》篇一处提出不同看法,如“《墨子·节葬》篇这几句话,
有的朋友认为,所指的不是周代”,“有的朋友也说,没有包含着人。其实‘女乐’所指的就是人了”②。
郭氏此文虽没有点名,但所对话者其实是荣氏。

郭沫若虽写了《墨家节葬不非殉》,但他避重就轻,对荣文似无更多反驳的余地,毕竟对周代殉葬情

况了解不详,于是继续向郭宝钧请教,为此他们面谈过两次。1951年8月24日,郭宝钧又以书面回复

郭:“殷代殉人情形,前经函陈。周代情形,因搜集材料不多,尚无可供参考者,只前在濬县辛村发掘,得
西周墓葬八十二;汲县山彪镇发掘,得战国墓葬九;辉县琉璃阁发掘,得战国墓葬六十四,合共不过百五

十五墓,遇殉者六人,且都出诸侯阶级墓葬里。”③此信发表于1951年9月1日《光明日报》,被郭收在

《奴隶制时代》,但它并没有为郭氏主张周代存在人殉制度提供力证,反而有利于西周封建论者。
不过,郭氏的反驳对范文澜仍有作用。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原有一段文字:

  其他如奴隶制度,被周朝基本上废除了(主要是释放农业奴隶为农奴),国王和贵族死后用

人殉葬制,用人作祭品制,都被周看作非礼而废除了。④

范之所以作出该判断,正是基于郭宝钧告知他周代殉葬的状况。经过郭沫若的批驳,范最初以有人主

张殉人“非礼”推论周代废除了奴隶制度,后来他或感不妥,1955年版《简编》修订本将上引文字改为:

  周朝废除商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作祭品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

被当作牲畜一样来屠杀,周朝废除这种制度,表示人和牲畜有区别了。⑤

范虽保留了周朝废除人殉制度这一结论,但与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相比,有两处退却:其一,不再

说周朝基本废除了奴隶制度;其二,不再以“非礼”论述判断人殉制度的有无。

三、隔空对话:《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

1954年范文澜发表长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⑥,其中第六小节《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

西周》,预设的对话者主要仍是郭沫若。范氏在此近乎把《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复述了一遍:

  西周为什么是封建社会? 我想先把商周两个朝代作一比较。商朝社会里阶级极显著的存

在着,这是断定商朝决非原始公社的有力证据。贵族死后要用大量财宝和大批的人殉葬;每年

祭祀,还要杀若干人同牲畜一样作祭品。至于周朝则截然不同。祭祀不用人;考古工作者发掘

了一百五六十个西周东周的墓葬,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商与周是前后接连的

朝代,但当作国家最大的典礼和在精神生活上含有第一等意义即所谓孝道的祭礼与葬礼却有这

样的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商周有不同的经济基础,所以有不同的上层建筑。⑦

从范文的进一步论证来看,有些论述是针对郭氏的。关于人殉问题,范氏以荣孟源的名义作了答复,
而关于《诗经》问题,他在《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和《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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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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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14日郭沫若致陶大镛信函。按: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未收。
郭沫若:《墨家节葬不非殉》(1951年8月20日),《新建设》第4卷第6期(1951年),第16页。
郭宝钧:《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一封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光明日报》1951年9月1日,第5版。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第44 45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19页。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最初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北京:新华书店,1954年),经过修

改,作为195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篇》绪言,1964年版《简编》对绪言又有修改,并不是如有学者所谓“除几处引文改用后来

新版外,其他地方没有改动”(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

第20 21页。按:这段引文反复出现在范文澜的各种论著中,但直到1964年版《简编》修订本才被删去,表明范文澜最终放弃了以人殉

的多寡来判断商周社会性质的差异。这或与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

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黄子通和夏甄陶《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6期)诸文的批评有关。



隔空回应。范解《诗经》多采毛亨、郑玄之说,谓“从来无人怀疑”①,但郭认为《诗经》经过先秦儒家的

删改和琢磨,引用时必须经过严密的批判。郭不同意范对《诗经》的解释,尤其指出“我取其陈,食我

农人”引自《小雅·甫田》篇,“曾孙来止,以其妇子”等句同见《甫田》篇与《大田》篇,这两篇诗不属于

“西周初年”的作品。在郭氏看来,范的《诗经》解释,是“全部肯定与随意解释”,“很难令人同意的”,
所以他用教谕口吻说:“批判要严密,解释要谨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诗经》乃至一般史料所

必备的基本态度。”②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范文澜在给陶大镛信中辩解:“我说《周颂》是西周初年诗,无人怀疑过,不是

说其他的诗,也没有说大小《雅》是西周初年诗。”但如细看范文,他最初是如下表述:

  西周初年,天子慰劳农夫给陈米饭吃(“我取其陈,食我农夫”又“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

南亩”)。这里说的黍米饭,当然是农夫自备。③

范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得出结论:“以上所举西周材料,都是从从来无人怀疑的《诗经》里取来的,除非

有充足证据证明那些材料出后人伪造,否则就应该承认西周初年已开始了封建社会。”④范所谓“没有

说大小《雅》是西周初年诗”之说与他的文章所述自相冲突,郭氏并没有误读范文。事实上,郭的批评

对范是有作用的。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举证上引《小雅》两句话,不再刻意强调是“西周初年”的
史事,并说明“《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篇,《小雅》也是西周人所作”。此外,郭指出范文所引“食我农

夫”有误,应为“食我农人”,1953年《简编》修订本也接受了郭的指正⑤。

1944年郭氏《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和《自我批判》,均认为《毛诗》“差不多全不可靠”⑥,
“从时代来讲,《周颂》里面有几首诗最早,确是周初的东西。《小雅》里面的几篇较迟,有的当迟到东

迁以后。《七月》最迟,确实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作品”⑦。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批评“把《七月》篇说

成西周中叶或春秋中叶以后的诗篇,是缺乏根据的臆说。《七月》篇应如汉经师所说,是西周初年人

追述周先公时农事,那时候周社会正经历着奴隶制阶段”⑧。如果联系郭说,被范氏斥为“臆说”者正

是郭沫若。1955年《简编》修订本上引文字有所改动,删去“臆说”二字,语气平和不少,并在“奴隶制

阶段”前添加限定词“不发展的”⑨。《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再版说明”强调《七月》篇记载当时农夫衣

食仰给于周君,没有自己的经济,定为西周人追述周先公居豳时诗,“我认为也是可以的”�10。这正是

对此前不少学者包括郭氏批评的回应。《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说:“《小雅·大田》篇也是王朝田官

们做的诗,而不是农夫们做的。(凡是大小《雅》里的诗都是采自贵族阶层的。)所以,那诗中的‘我’字
都是田官自指,而不是指农民。”范文应:“是不是可以说,《周颂》《小雅》所说不一定可信呢? 这也是

不对的。……如果说《周颂》《小雅》作者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所以他们说的话不可信。这也不一

定。”范氏认为诗义和训诂是有所本的,不能轻易改变,不点名批评郭的诗解“仅仅因旧说不合己意,
轻率地别立新说”。1954年版《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原有下引文字:

  还有一种做法是名为翻译诗篇,实际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创作”了若干篇新诗。用自己

的“创作”来证明自己的主观愿望的完全可通,这种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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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
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第34 35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5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第71页。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3页。
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原》第1卷第4期(1944年),第8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53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5页。
范文澜:《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1954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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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正是范氏批评的“翻译诗篇”的做法。或因指向过于直白,1955
年版《简编》修订本删掉了上引文字。

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说:“文献上的材料是绝对不够的,必须仰仗于地下发掘。……但中

国的地下发掘,还仅在萌芽状态……一时还得不到结论,我看倒无须乎着急,只要证据充分了,‘中国

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是永远存在着,不会被湮没的。”①范文应:“是不是可以说,西周史料留存不多,
需要等待地下发掘出新材料才能作证明呢? 我想,等待地下发掘当然可以,不过,以发见的西周器物

数量不算少了,从这些铜器铭文看来,奴隶是有的,但并不能证明西周是奴隶社会,反之,有些铭文却

足以证明封建关系的确实存在。……在地下发掘得到确实可靠的相反材料以前,我们只能依据已有

的典籍与器物铭文作出以上的论断。”②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画面隐约可见。
郭沫若一直热衷于讨论生产工具,尤其是铁器,《自我批判》认为铁的使用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是

古代社会的转扭点的‘铁的证据’”③。对此,范很不以为然,1951年他提出:“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

化,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上,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所以他对郭氏斤斤于生产工具颇为不满,批评

“一味企图用一块铁、一把犁、一头牛来解决古代历史问题,真是太简单太机械了”④。郭著《奴隶制时

代》仍强调“铁的作为耕器而使用,出现在周室东迁前后,这一重大因素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逐渐促

进了井田制的崩溃,因而也就招致了奴隶制的崩溃”⑤。1954年版《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在《关
于<中国通史简编>》基础上增补说:“奴隶制度的转化,不在于出现什么新的生产工具而在于奴隶对

奴隶主进行斗争,迫使奴隶主不得不变换完全所有制为不完全的所有制,而生产力也就在这个变换

中发展起来。”⑥1955年版批判工具论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一方面肯定“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必

须依靠制铁技术的进步”,同时又强调“生产工具必须与作为基本生产力的劳动群众结合起来,如果

不适当地过度强调生产工具,这就难免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
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变成为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

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⑦。
然而,1956年郭沫若还在《人民日报》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关于古代分期问题

的一个关键》,坚持铁器的有无是判定奴隶制和封建制界限的“铁证”⑧。与此同步,范文澜则继续加

强批评铁器论的力度⑨。1955年版《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增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第一章的观点———由野蛮转入文明是从铁矿熔炼开始,范文澜一开始没有评论�10,但到1964年

版则添加了一句“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却还没有证明”,且批评道:“在封建社会初

期,铁制农具很贫乏,经过二百年,铁器才开始有广泛的使用,铁器论将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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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说:“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远在纪元前11世纪,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

会,为什么不引以自豪呢?”(《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所谓“光荣事件”,范文澜或是套用苏联西莫诺夫斯卡雅的

说法:“中国奴隶所有制度的发现乃是苏联历史学家以及中国进步的历史学家的光荣。”(《中国古代史的划阶段问题》,原载苏联《古
代史研究通报》1950年第1期,钟元昭译文载《光明日报》1951年2月10日,第6版)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第27页。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第52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第2卷第6期(1951年),第576页。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20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第27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7 48页。
郭沫若:《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人民日报》1956年9月8日,第7版。
据曾做过范文澜助手的卞孝萱回忆,当初范文澜与郭沫若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经常写文章交战,“后来上面就和范文澜打

招呼说,当时郭沫若还不是党员,你是党员,这样批驳他对团结民主人士不利。所以自此以后范老就没有写过一篇反驳郭沫若的文

章,但是他的书每再版一次,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意思就是我的观点并不放弃。”(卞孝萱:《冬青老人口述》,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9年,第45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7页。



封建制的发生自有原因,主要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推动,生产力得以前进,铜器和铁器,固然不必过于

拘泥,甚至使用残存的石器,也不妨碍封建制的发生。”推究封建制的发生,“首先应从剥削形式的变

更上也就是从阶级斗争的效果上着眼。又可见铁的作用,既不决定原始公社制与奴隶制的交替问题

(决定于金属工具),也不决定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问题”①。范文澜批评铁器论者,靶点不见得仅有

郭沫若,因为当年参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学者有不少特别强调铁的作用,但郭无疑是最具代表者。
自从1951年范文澜向郭沫若隔空喊话西周是奴隶社会“似乎是值得考虑的”②之后,双方多次往

复论辩,且掺杂个人情绪。郭反驳范文一再出现“须得加以考虑”“那是值得考虑的”“更是值得考虑

的”“那恐怕才是‘值得考虑’的”③,范文澜的回应也用“这是应该慎重考虑的”“需要慎重考虑的理由

就是如此”④,事后双方又删改敏感文字,两人论辩的情形益跃然纸上。

四、“各表一枝”:凉山彝族社会性质

范郭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延伸到1950年代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古史研究者

注意民族志性质的资料,以之印证中国古史问题,应受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郭氏较早

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除了注

重地下发掘,也留心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文献。1930年前后,国内民族调查数据不多,郭氏所知有

限,但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仍能发现他探讨古史问题常举证彝族。例如,一般被支配阶级的民

众或奴隶专称“黎”“黔”,郭氏推论中国古代原住民是马来人和四川彝族的祖先,因为马来人和彝族

都是棕黑色的,“倮罗在四川又称为黑骨头”⑤,但当时他还没有想到用彝族社会印证西周社会性质。

1944年《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始引征1935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1号《四川省雷

马峨屏调查记》有关彝族的七段叙述,认为“这样的社会是奴隶制,自然毫无问题,然而已经有土田的

分割了! 假使有土田的分割即当认为封建制,那么倮罗社会也可以说是封建制吗? 这是怎么也说不

通的事。……这些落后兄弟民族的现状正不失为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了解得这些情形,回头

再去读殷周时代的典籍,有好些暧昧的地方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⑥。稍后,郭氏《自我批判》再次举

证彝族,说明西周乃奴隶社会,他说:“我们为了要求得它的本来面目,最捷的途径是从今天还停留在

原始阶段中的氏族社会里去找资料。在我国这种后进的兄弟民族是很多的,如像倮罗人,那毫无疑

问是还停留在初期的奴隶制阶段的。”⑦

郭氏此时以彝族社会为例,推论西周社会性质,或与范著有关。其实,范文澜较早注意到民族材

料对于古史研究的价值,《简编》叙述到传说黄帝后裔有少皞、颛顼、帝喾诸帝,“他们究竟作些什么事

业,古史传述几乎全不可信。试取其他落后种族的记载,作远古历史的参考,倒可约略想见当时的情

况”。范氏举《三国志》记载的乌桓习俗,印证中国古帝名号流传,“大概也像乌桓祭先世勇健有功业

的大人一样”⑧。当写到“周初生产方式”,范认为周初已开始踏上封建社会的阶段,即土地分为公田

与私田,公田的收获完全缴纳给地主,私田的收获为耕者自有。但这并不是说,周已完全废弃奴隶生

产,只是说封建成分超过了奴隶成分。为了说明西周社会性质,范文澜举证:

  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说,猺人男丁从酋长领得耕地,不纳租税,止服劳役。有罪受酋长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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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苗人酋长称为主户。主户计口授田给苗民,称为田子或田丁。领

得的田,不许典卖。此外俘虏或买得人口,男女相配,给田耕种,称为家奴。农奴与奴隶并存,农

奴数量比奴隶多,周初社会,大概也是这样。①

1953年版《简编》修订本保留上引例证,将“农奴与奴隶并存,农奴数量比奴隶多,周初社会,大概也

是这样”一句改为“周国的封建制度,也许比洪、范二氏所记要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得太多,显著的发

展是在武王克商以后”②。范之所以想到以苗人作旁证,或从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得到暗示,而
后又反哺于郭氏。《简编》曾以《中国历史讲座》为题连载于重庆《群众》,上引苗人例证出现在《群众》
第9卷第11期(1944年6月15日),郭氏可能看到范著,遂仿范氏的论证思路,积极寻找同类证据,
以支持西周奴隶说。

郭沫若非常重视彝族社会对古史研究的价值,1950年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第三次举证

凉山彝族,重申“根据这个原始的奴隶社会,很可藉以了解殷周的社会结构”③。1951年7月,他在与

王毓铨商榷的文章中第四次举彝族社会的管家娃子,证明西周生产者是奴隶不是农奴④。1950年

代,凉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性质,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学界有所分歧。1952年8月

15日,胡庆钧给郭氏寄去《大凉山彝族社会》一稿⑤。郭氏阅读之后,于当月25日热情回信,断定彝

族社会处在“奴隶社会的前期阶段”⑥,与他在《自我批判》中的观点一致。借《奴隶制时代》改版之际,

1953年10月20日,郭写了《改版书后》,根据胡庆钧凉山彝族调查报告,“扼要地叙述一些,补正我书

中的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以供读者参考”⑦。概述彝族社会情况之后,郭的结论是:

  白彝中比较享有自由的“曲诺”,他们的性质虽然有点类似农奴,甚至有的类似地主,但即使

成为头人或“跟腿”,也不外是可以屠杀,可以贩卖的奴隶而已。白彝头人,如果听其自然发展,
便可以成为外服的异姓诸侯。白彝“跟腿”,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便可以成为内服的王朝卿士。
西周的社会制度,比起彝族社会的情形来自然进步得多,但在基本上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⑧

如联系之前范文澜说“周初社会,大概也是这样”,“要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得太多”,都是封建社会,那
么郭的论述似有针锋相对的意图。郭氏对胡的彝族研究兴趣浓厚,明白彝族社会性质若能证成奴隶

制,则可有力支援西周奴隶说,如同他关心郭宝钧所提供的殷周殉葬的史实一样。
郭沫若懂得阐明彝族或其他兄弟民族的社会情况,对“探讨我国的古代史上会给我们以极大的

帮助”⑨,范文澜也深知其中的利害。胡庆钧于1952年下半年第二次上凉山调查,回北京后从清华大

学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据胡庆钧回忆,1953年中央民委办公厅主

任杨静仁准备前往凉山对彝族社会定性,行前征求了部分学者的意见,他先找了范文澜,范的观点是

1949年前凉山彝族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最前期,而胡的观点是奴隶制�10。1956年2月19日,胡庆钧在

给郭氏的信中透露,他的彝族调查报告曾争取内部出版,但作为他领导的范文澜“表示须通过民委,
不愿直接推荐,而民委又不能代为推荐,故未能如愿”。此事或发生在1953年前后。到了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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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27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55页。
郭沫若:《中国奴隶社会》,《光明日报》1950年6月29日,第3版。
郭沫若:《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1951年7月8日),《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第24页。
此稿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内部发行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1955年10月)。
《沫若书简》,《文献》1980年第1辑,第49页。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76 177页。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180页。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180页。
胡庆钧回忆自己写出彝族社会调查报告,认定民主改革之前凉山彝族仍然保持奴隶制度,所提出的等级划分引起了郭沫

若、翦伯赞、范文澜及有关人士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北京:方
志出版社,2007年,第1226页)。



胡氏认为“现在的情况又和以前不同了,随着农业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要求各项工作迎头赶

上,少数民族研究也不能例外。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已进行社会改革,大凉山彝区社会改革也即将进

行,理论研究已不能长久落后于实际发展的后面了。听说民委领导上已开始考虑少数民族的研究报

告可以公开的问题,我也极愿争取这个报告的公开出版”,于是他向郭氏求助,希望科学院与民委沟

通,明确其调查报告是否能公开出版。同时,胡也向郭通报了调查报告虽暂时不能公开出版,但先行

以“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为题在中央民族学院集刊内部刊行①,特向郭说明:

  这些材料的本身对于彝族社会性质是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的,但是翦先生当时为了避免争

论,不愿肯定彝族社会的性质,因此连“奴隶”的字眼都被删去。
翦伯赞主张西周封建论,与范文澜一致,故有删字之举并不奇怪。胡还向郭抱怨在近代史研究所“时
常感到没有具体领导缺乏充分支持的痛苦”②,此处“具体领导”指的是范文澜。对于胡的调查报告既

不能公开出版,又不能内部出版,加之范翦的上述做法,郭氏对此或有想法。1956年2月25日,郭氏

将胡信转交刘大年,谓“请你看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征求范老的意见,同意他所写的报告,作为内部出

版物以供参考”③。但胡著没有得到范的认可,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事宜自然就没有达成。

1956年范文澜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胡庆钧有过一次正面商量。胡先作大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

报告,翌日范作了“大凉山地区彝族社会性质的商讨”的发言,论及:(一)彝族的阶级,(二)社会发展

方向及阶级关系,(三)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四)国家与法律、前期与后期,(五)对彝族社会

的估计,(六)试提一些意见。范氏依据胡报告中的材料和问题,作如下判断:

  胡庆钧同志在大凉山彝族居住区做了相当仔细的调查工作,收集材料很丰富,并且也做了

初步的研究工作,得出一些假设性的结论。……要把调查工作做得圆满无缺,必须具备着若干

必要的条件;而胡庆钧同志在大凉山工作的时候,某些情况使他无法作更深入的调查,这就限制

着材料的准确性。昨天胡庆钧同志作报告,因时间不够充分,只能提供若干认为最重要的材料,
虽然这些材料把各个方面都说到了,而且确是很重要,不过,根据这些材料我们企图得出一个可

靠的结论来,还是困难的。④

范认为胡的结论只是假设性的,并不可靠。他根据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奴隶制

和封建制的规定,分析胡氏所提供的史实,得出彝族社会既处在奴隶制,又存在封建制,不过后者比

前者数量大得多,处在统治地位,支配着彝族社会。范估计:“彝族社会大部分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前

期的最前期,小部分还停留在奴隶社会后期的最后期。由于奴隶主这个衰朽力量的强烈阻挠,阶级

斗争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被压抑不能展开,因而形成在奴隶制统治下的极原始的封建社会。”⑤

范文澜对胡庆钧的冷,与他对另一位研究彝族的学者刘尧汉的热,适成鲜明对比。1955年5月,
刘尧汉完成《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

过渡之一例》⑥,将手稿寄请范审阅⑦。1956年5月24日,范文澜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激赞的文字

《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他说:

55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央民族学院集刊指的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胡庆钧的彝族调查报告发表在该刊第2辑,1955年10月内部发行。
此前,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4年5月已油印胡庆钧以“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初稿)”为题的调查报告。

《刘大年全集》第1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8 79页。
《刘大年全集》第11卷,第77页。按:《刘大年全集》断定此函写于1957年2月25日,笔者疑有误,当为1956年2月25日,

具体考订在此不赘。由于郭沫若把胡庆钧信转交给刘大年,所以此信现保留于《刘大年全集》。
范文澜:《大凉山地区彝族社会性质的商讨》,未刊发言稿,第1 2页。按:笔者所见发言稿共31页,誊抄在标有“中国共产

党云南省委会”字样的方格稿纸上,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范文澜的公开出版物,包括范文澜全集、文集和研究论著,都没有提及该文。
范文澜:《大凉山地区彝族社会性质的商讨》,未刊发言稿,第21 22页。
该文曾发表在《中央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6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7年1月编印,内部刊物),内容略有变动、原正副

题更置之后,又公开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刘尧汉先生访谈录》,《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3)》,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

者和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

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

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

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①

范文澜与刘尧汉的学术观点一致,故愿意为学界推介,但与胡庆钧相异,他不仅“不愿直接推荐”,即
便郭沫若出面干预也不让步。范撰文为刘尧汉高调背书的举动,似有意效仿郭在《奴隶制时代》改版

向学界积极推介胡庆钧的做法,表明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变,与郭的学术分歧不仅在西周史,也延展至

彝族社会。

结 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内部长期争论古史分期尤其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1930 1940年代,以郭

沫若与吕振羽、翦伯赞的论辩为主,《自我批判》的主要对话者是吕翦。进入1950年代,范氏借修订

《简编》之机,系统论证西周封建论,成为继吕翦之后最著名的西周封建论者。郭氏从《中国古代社会

研究》《十批判书》到《奴隶制时代》,其观点虽略有调整,但从未改变西周奴隶说。当时,古史分期问

题的讨论以范郭为领航者,借助《简编》修订本、《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的多次订正再版,吸引了大

量学者参与辩论,成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范郭与其他论者构成了一张交错的“对话网”,而“话
头”多由范郭二氏提出,他们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发展出一批支持者,遂在史学界形成围绕某一主题

展开大论辩的运作模式。
范与郭的学术商量,双方均存“成见”,难以“虚心”正视对手所提出的问题,一味寻找对自身有利

的证据,排斥不利的史料和观点。郭宝钧提出殷代殉葬的史实,郭沫若欢欣鼓舞,因为它可以印证殷

代奴隶说,但当郭宝钧主张殷与周两代殉葬之风有别,郭沫若态度即变,因为此说与他所坚持的殷与

周两代同为奴隶社会的观点相冲突,反而会被西周封建论者利用。范文澜就拿郭宝钧讲殷周殉葬的

差异,作为判断殷代为奴隶社会而西周为封建社会的“一点最简单的理由”。但是,以人殉的多寡来

判断社会性质遭遇诸多批评,最后范氏放弃了这项证据,但对西周封建论仍坚信不疑。同样的,范文

澜对彝族研究者胡庆钧、刘尧汉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因学术观点有别所致。范郭皆深陷事先

预设的理论藩篱,极力证成各自的学说。范氏相信判断一个社会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不仅仅在于

铁的有无,同时要注意阶级斗争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郭氏着迷于发现铁器痕迹,认为西周还没有出

现铁制生产工具,因此不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从而不能产生封建社会。他们分别从两条不

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导致彼此无法说服对方。
从范与郭的论辩史实来看,范氏扮演着主动的挑战者角色,1940年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

榷》公开与郭商榷,1951年《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又不点名批判郭。相反的,郭氏倒是被动的应战

者,《十批判书》因同道的批评而写,《奴隶制时代》也是因应学术界包括范文澜在内的各种批评而发

表的长短不一的论文集结。范虽是论争的发起者,但论辩中时常因郭的反驳而悄然修整论述,尽量

减少破绽,完善论证,算是其“通达”的表现之一。不过范的核心观点始终未变;郭氏因《自我批判》获
得了忠实学问、勇于自责的美誉,但事实上他很少接受批评者的意见。范郭论辩虽不尽是纯学术的

商榷,意气之争间或有之,但他们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掉那些令人不快的文

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责任编辑 察应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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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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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
 

and
 

the
 

two
 

proceeded
 

from
 

two
 

different
 

paths
 

to
 

demonstrate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y
 

both
 

strove
 

to
 

look
 

for
 

strong
 

evidence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resulting
 

in
 

neither
 

side
 

being
 

able
 

to
 

convince
 

the
 

other.
 

There
 

was
 

a
 

long-term
 

covert
 

confrontation
 

between
 

Fan
 

and
 

Guo
 

in
 

their
 

writings,
 

which
 

attracted
 

many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bate,
 

forming
 

an
 

intertwined
 

“dialogue
 

network”
 

between
 

them.
 

Most
 

of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two
 

were
 

provoked
 

by
 

Fan,
 

while
 

Guo
 

was
 

the
 

passive
 

challenger.
 

They
 

battled
 

back
 

and
 

forth,
 

although
 

not
 

all
 

the
 

debates
 

were
 

purely
 

academic,
 

but
 

they
 

were
 

all
 

highly
 

restrained.
 

Concerned
 

about
 

the
 

feelings
 

of
 

their
 

opponents,
 

they
 

silently
 

deleted
 

sensitive
 

texts
 

afterwards.
 

Therefore,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still
 

belongs
 

to
 

the
 

nature
 

of
 

academic
 

argument
 

within
 

the
 

same
 

camp.

The
 

Canal
 

Transportation
 

of
 

Tribute
 

Grain
 

and
 

a
 

New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Ancient
 

Times Li
 

Zhi'an
 The

 

digg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ot
 

only
 

meant
 

one
 

ki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tribute
 

system
 

under
 

centralized
 

authority,
 

but
 

also
 

derived
 

from
 

the
 

southward
 

transfer
 

of
 

economic
 

center
 

in
 

the
 

medieval
 

561Abstracts


